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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新企业进入逐渐成为了第三产业占比加速提升的主导力量。理论
上，本文将商事制度改革引入 Melitz模型，证明了市场准入办事门槛降低将促使更多新企
业进入资本密集度较低的第三产业。实证上，本文验证了这一点。企业办证个数每减少
1 个，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增加约 0. 5 个百分点; 注册耗时和办证耗时的缩短也有类
似的效果。进一步，本文发现商事制度改革的结构效应具有四个特征:一是主要影响消费
性服务业;二是该影响主要存在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最初 1—3 年; 三是第三产业的新增企
业规模相对变小;四是该效应随办事门槛降低而递减。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揭示了产业
结构变迁具有企业进入的微观基础，而企业的持续成长，还需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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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第三产业占比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上升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亦不

例外。在学理上，现有文献通常把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因素分为两类:一是在非位似的偏好结构下
由需求侧拉动的产业结构变迁，即恩格尔效应( Kongsamut et al．，2001) ; 二是基于生产率在不同部
门的非平衡变化，由供给侧推动的产业结构变迁，即鲍莫尔效应( Baumol，1967; Ngai ＆ Pissarides，
2007) 。在此基础上，大量文献结合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和制度特征，探究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
郭凯明( 2017) 将上述两种效应与投资效应、国际贸易效应、要素密集度效应和转移成本效应纳入
统一的理论框架，分析了 1978—2011 年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而随着产业结构在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 王弟海，2021; 沈小波等，2021 ) ，近年来探究产业结构变迁驱
动因素的研究更为丰富。理论分析方面，最近的文献从要素流动( 徐朝阳等，2020) 、资本深化( 郭
凯明等，2020) 、政府支出结构( 齐鹰飞和 Li，2020) 、产业内部或产业间的异质性( Liao，2020;徐朝阳
和王韡，2021) 、投资品的“服务化”( Guo et al．，2021) 等方面进行了扩展。经验分析方面，最近的文
献围绕有偏技术进步( 王林辉和袁礼，2018) 、人口分布( 钟粤俊等，2020) 、环境规制目标和政策( 余
泳泽等，2020; 罗知和齐博成，2021) 等展开了讨论。当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结
构变迁的主要驱动因素也存在差异。例如，郭克莎( 2019) 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影响产业
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并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和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已成为当前中国产业

结构变动的重大影响因素。整体而言，当前关注产业结构变迁的文献都是从就业比重或产出比重
变化的宏观视角进行分析。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迁有着企业层面的微观基础，还需要从微观视
角进一步探索。
从微观企业的视角看，第三产业占比的提升可以分解为两种效应。一是在位的第三产业企业

规模增加;二是新增的企业更多地进入第三产业。图 1 呈现了 2002 年以来第三产业增加值、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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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和企业数量占比的变化。由图 1 可以发现，2002—2012 年间，不论是所有企业中的第三产业
企业数量占比，还是新增企业中的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占比，都基本保持不变;但 2012 年之后则呈现
出比较明显的不同，新增企业中的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占比从 2012 年的 71. 2%大幅提升至 2019 年
的 79. 6%，带动了总体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占比从 69. 8%逐渐提升至 73. 4%。宏观层面上的表现是
同步的，第三产业占比也在 2012 年前后开始呈现加速上升: 2002—2012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和
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上升了 3. 3 个百分点和 7. 5 个百分点;而 2012—2019 短短七年间，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比和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上升了 8. 8 个百分点和 11. 3 个百分点。这一典型事实揭示了，中国
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升背后的主导力量在 2012 年前后发生了变化: 2012 年以前，第三产业占比的
提升主要源于在位的第三产业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而在 2012 年之后，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大
幅增加对于推动市场主体数量的结构变化、宏观层面第三产业占比的加速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微观企业进入，考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新增企业在 2012 年后选择进入第三
产业，进而为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和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升的现象提供一个来自微观层面的

解释。

图 1 2002—2019 年我国第三产业占比变化
注:在微观企业层面，新增企业中的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占比、所有企业中的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占比数据

来源于数阈经济洞察平台，由每年各行业的新增企业数和企业总数计算得到，对应左坐标轴;在宏观层面，三

产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占比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对应右坐标轴。

本文认为，2012 年开始实施的商事制度改革可能是解释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大幅提升的
原因之一。商事制度改革是中国的重大改革举措，其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重点之一是放宽市场准
入。对于考察企业进入这一问题而言，商事制度改革是近年来企业准入环节最重要的制度变迁。
从具体过程看，商事制度改革 2012 年在广东等地试点，2013 年底在全国推开，且围绕放宽市场准
入不断推出新措施。其中，典型的改革措施包括:持续深化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逐步改为后置
或取消的“先照后证”改革，2015 年开始全国推广的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
记证“三证合一”改革，2016 年在全国推广的进一步整合了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的“五证
合一、一照一码”改革，2018 年在全国推广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证照分离”改革等。从实施效
果来看，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开办企业的办事门槛明显降低。根据全球营商环境调查报告，中国开
办企业的步骤已经从 2013 年的 11 步缩短至 2019 年的 4 步，耗时从 2013 年的 32 天缩短至 2019 年
的 8. 6 天。随着市场准入办事门槛的降低，市场主体总量也大幅增长。截至 2020 年末，市场主体
总量已达到 1. 4 亿户，与 2013 年相比实现了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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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商事制度改革的实践创新，理论上，本文尝试把商事制度改革引入 Melitz( 2003) 的模
型，以准入成本的降低刻画市场准入办事门槛的下降，证明了当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市场准入的办事

门槛时，第三产业在新增企业中的数量占比将上升。在直接效应上，第三产业因其资本密集度较低而
具有较低的行业固定成本，同等程度的准入成本下降将使得第三产业的总成本下降更快，因此第三产

业的企业进入将对准入成本的降低更为敏感;在间接效应上，仅消耗劳动要素的准入成本下降将提高

均衡时资本相对于劳动的要素相对价格，增加所有行业的固定成本，但第三产业因其资本密集度较低、固
定成本的增幅较小，从而对准入成本下降的抵消作用较小。总的来看，尽管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所有行
业的市场准入办事门槛，但对不同资本密集度的行业存在异质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变迁。
实证上，本文主要采用开办企业的办证个数度量市场准入办事门槛。从商事制度改革的实践

来看，改革围绕企业开办所需办理的许可证推出了“三证合一”“五证合一”等典型的“减证”措施，
办证个数的多少代表了企业开办时面临办事门槛的高低，故本文以企业办证个数度量市场准入门

槛。除了办证个数这一维度，在时间维度上，开办企业耗时的缩短也是商事制度改革放宽市场准入
的典型体现。因此，本文也使用企业办证耗时、企业注册耗时作为办事门槛的度量。由于目前并没
有对办事门槛的公开统计数据，本文作者所属团队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赴全国 24 个省、110 个市进
行了两轮实地调研，随机访谈在各地政务服务中心正在办理业务的企业，共成功访谈并收集 9654
份问卷，形成了宝贵的第一手数据。基于调研问卷中涉及的企业开办信息，本文构造了以上三个市
场准入办事门槛的度量指标。
本文发现，与理论模型的预期一致，商事制度改革后市场准入办事门槛的降低促使更多新企业

进入第三产业。具体而言，企业办证个数每减少 1 个，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增加约 0. 5 个百分
点。从其他维度的市场准入办事门槛来看，注册耗时和办证耗时每缩短 1%将使得进入第三产业
的企业占比分别增加约 0. 6 个和 0. 4 个百分点。在排除了样本选择方式、核心指标的计算方式和
其他因素可能的影响后，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
进一步，本文发现商事制度改革的结构效应具有四个特征。一是，商事制度改革的影响在第三

产业内部的不同行业之间具有差异性。改革主要促进企业进入了门槛较低的消费性服务业，而对
生产性服务业则没有显著影响。二是，商事制度改革的影响在时间上具有短期性。由于改革降低
的是市场准入阶段的办事门槛，因此该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进入初期的第 1—3 年，而在企业生命
周期中的第 4 年及之后没有显著影响，这一影响在时间上是不可持续的。三是，新增企业的规模变
化在产业间具有异质性。与理论模型的预期相一致，办事门槛降低后新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规模相
对变小，而进入其他产业的企业规模没有明显变化。四是，商事制度改革的影响具有边际递减性。当
开办企业的办证个数已经足够少、耗时足够短时，继续降低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将不再对新增企业的
产业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一影响存在明显的边界。此外，本文也在实证上验证了行业资本密集度
的差异是商事制度改革对企业进入产生上述结构性影响的重要原因，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机制。
除了互补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宏观文献外，本文的研究也与商事制度改革及其他类似的市场准

入制度变化的文献密切相关。当前关注商事制度改革的文献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介绍商事制
度改革以及改革实践经验的文献( 艾琳和王刚，2014;陈海疆，2014;钟瑞栋和刘奇英，2014) 。第二
类文献关注商事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总量影响: 改革在企业进入和创业活动上产生的数量效应( 徐

现祥和马晶，2019;黄亮雄等，2020) ，以及由企业自由进入而进一步引致的产业专业化( 刘诚和杨
继东，2020) 和创新水平提升( 夏杰长和刘诚，2020) 均在实证上得到了充分验证。作为类似的市场
准入制度变化，围绕行政审批改革展开的研究更加丰富，研究对象涉及经济增长( 夏杰长和刘诚，

2017) 、企业进入( 毕青苗等，2018) 、企业生产率( 朱光顺等，2020 ) 等。同样，这些文献主要关注的
是总量影响，相比之下，本文与之不同，主要关注商事制度改革的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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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毕青苗等( 2018) 、徐现祥和马晶( 2019) 的研究最为密切相关。后两者从实证上考察了
市场准入门槛下降对企业进入率的总量影响。本文则进一步考察了市场准入门槛变化的结构效
应，并通过将商事制度改革引入 Melitz( 2003) 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严格地证明了市场准入门
槛变化如何内生地决定企业进入行为，尤其是不同行业间异质性的企业进入行为。
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介绍实证模型、数据

与变量，以及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报告实证分析的结果;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商事制度改革结构

效应的特征;第六部分检验商事制度改革的影响机制;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二、一个简单的模型

本部分从理论上探讨商事制度改革对新增企业产业结构的影响。以 Melitz( 2003) 的理论模型
为基准，本文假设不同的行业存在资本密集度的差异，在每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也存在异质性。①

( 一) 理论模型设定

1．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和需求
假设代表性的消费者在两种不同行业 i的消费品上具有 Cobb-Douglas型的效用函数:

U = Cα1
1 Cα2

2 ，α1 + α2 = 1 ( 1)
在每个行业 i内部，消费者对不同商品 ω的偏好满足 CES形式的效用函数，即在每个行业 i上

的消费指数 Ci 和价格指数 Pi 分别为:

Ci = ∫ω∈Ωi
qi ( ω) ρd[ ]ω

1
ρ
，Pi = ∫ω∈Ωi

pi ( ω)
1－σd[ ]ω

1
1－σ

( 2)

其中，qi ( ω) 为行业 i中每种商品 ω的消费量，也即商品 ω的需求函数; pi ( ω) 为商品价格。σ =
1 / ( 1 － ρ) ＞ 1，代表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2．企业生产
在生产环节，企业投入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品的价格为 wk，劳动的价格为 wl。若将

劳动作为计价物，即 wl = 1，并将 wk 计为 w，则 w 代表了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假设企业具有
Cobb-Douglas形式的生产函数，此时其成本函数可表示为:

Γi ( φ) = ( qi ( φ) /φ + f) ( wk )
βi ( wl )

1－βi = ( qi ( φ) /φ + f) wβi ( 3)
其中，φ为企业的生产率，qi ( φ) 为企业所选择的最优产量。qi ( φ) wβi /φ 为企业生产的可变成

本，fwβi为企业因行业而异但不随产量变化的固定成本。② 假设两个行业的生产过程具有不同的资
本密集度，其中，1 ＞ β1 ＞ β2 ＞ 0，即行业 1 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行业 2 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此处假定
w ＞1，即资本品作为更为稀缺的要素其价格更高，则上述成本函数的设定意味着资本密集型行业
将面临更高的行业固定成本。③ 进一步，企业利润最大化时的利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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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的模型设定方式与 Bernard et al． ( 2007) 的模型存在相似之处，都在 Melitz( 2003 )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行业异质性。
区别在于，Bernard et al． ( 2007) 关注高技能行业与低技能行业之间的异质性，而本文关注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之间
的异质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商事制度改革。

参照 Bernard et al． ( 2007) 的设定，固定成本应具有与可变成本类似的函数形式。这一设定的合理性在于，固定投入和可
变投入都应体现出行业的固有特征。针对本文所关注的问题，这样的设定方式意味着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
都应相对更资本密集。由于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是 φ － 1 ( wk )

βi ( wl )
1 － βi，而行业固定成本不应受到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因此

可将( wk )
βi ( wl )

1 － βi看作行业统一的单位成本，此时行业固定成本 f( wk )
βi ( wl )

1 － βi就相当于是 f个单位生产成本。Bernard et al．

( 2007) 将固定成本中的系数设定为可变的 fi，为简化后续的讨论，本文将此系数简化为常数 f，此类固定成本的设定方式也常见于

其他理论模型( 段颀等，2019) 。
现实中也可以观察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工业总增加值的比重比规模以上服务业( 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 占其总增加值

的比重大，这也意味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行业固定成本较低，门槛也较低( Chen et al．，2019) 。



πi ( φ) = ri ( φ) /σ － fwβi ( 4)
其中，ri ( φ) 为企业的总收入。接下来考虑企业的进入退出行为。从 Melitz( 2003 ) 的模型设

定出发，引入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则企业从进入到退出所经历的过程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步骤:

( 1) 市场中存在大量未知自身生产率水平的潜在进入企业，这些企业决策是否尝试进入某个行
业; ( 2) 尝试进入某个行业的企业通过支付一个固定成本从一个相同的分布中抽取其初始生产率
φ，该分布对应的累积分布函数为 G( φ) ; ( 3 ) 在获知自身的生产率水平 φ 后，企业若要开展生产
活动，则面临登记注册、办理许可证等市场准入办事门槛所构成的准入成本，企业决策是否支付
该准入成本并进行生产; ( 4) 不生产的企业立即退出市场，决定支付准入成本并进行生产的企业
则为成功进入的企业，但这些企业在随后的每个时期仍有 δ 的概率受到外生的负向冲击，从而退
出市场。
假定企业抽取生产率需支付的成本为 fdrawwβi。① 所有企业登记注册、办理许可证均需投入相

同数量的劳动要素，记为 fbarrier。这一假定一方面意味着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准入成本，另一方面
意味着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仅消耗劳动要素。在第( 3) 、( 4) 步的决策中，若假定时间贴现率为 1，
则企业进行生产所能获得的利润总额为 πi ( φ) /δ。进一步考虑市场准入成本 fbarrier后，企业生产的
收益为 vi ( φ) = πi ( φ) /δ － fbarrier。假定企业选择进行生产的临界生产率为 φ*

i ，即当 φ ＞ φ*
i 时，企

业都将支付 fbarrier进行生产并获得正的收益，则 φ*
i 满足:

πi ( φ
*
i ) = δfbarrier ( 5)

此为企业生产的零利润条件。而在第( 1) 、( 2) 步的决策中，企业未知生产率时，将基于市场中
预期的平均收益vi ( φ) 选择是否支付抽取生产率的成本 fdrawwβi并尝试进入市场。在给定的生产率
分布 G( φ) 下，企业将以［1 － G( φ*

i ) ］的概率抽到高于 φ*
i 的生产率并进行生产。当［1 － G( φ*

i ) ］

vi ( φ) ＜ fdrawwβi时，没有企业尝试进入市场;而当［1 － G( φ*
i ) ］vi ( φ) ＞ fdrawwβi时，不断有企业尝试进

入市场，直至预期的平均收益下降至与抽取生产率的成本相等。因此，均衡时有:
［1 － G( φ*

i ) ］vi ( φ) = fdrawwβi ( 6)
此为企业的自由进入条件。上述企业生产的零利润条件和自由进入条件共同决定了均衡时

的 φ*
i 。
( 二) 均衡

1．产品市场局部均衡
产品市场均衡时，各个行业从事生产活动的在位企业数量 Mi 不变，且当期成功进入并进行生

产的新企业数量 Me
i 与退出企业数量 δMi 相等。若尝试抽取生产率的企业数量为 Md

i，则有:

［1 － G( φ*
i ) ］M

d
i = Me

i = δMi ( 7)
为使得本文的理论模型便于进行后续的均衡分析，假设企业进入市场前的生产率分布为帕累

托分布，其中 λ ＞ σ － 1:
G( φ) = 1 － φ －λ，g( φ) = λφ － ( λ+1) ( 8)

可求得局部均衡下的企业数量 Mi 满足:

Mi = λ + 1 － σ
λσ

·
Ｒi

fwβi + δfbarrier
= λ + 1 － σ

λσ
·

αiＲ
fwβi + δfbarrier

( 9)

即在给定要素的相对价格 w和经济总量 Ｒ 时，每个行业的企业数量 Mi 可由产品市场的局部

均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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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 Bernard et al． ( 2007) 的设定方式，该成本的函数形式也与企业生产的固定成本形式相同。企业投入该成本以获得
其初始生产率水平的过程也可理解为企业通过一定的研发投入获得生产技术的过程。



2．要素市场出清与一般均衡
要素市场出清时，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均需满足供给等于需求。均衡时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

w将由下式决定:
K1 + K2

L1 + L2
=

λσ( α1β1 + α2β2 ) － ( λ + 1 － σ) ( α1β1F1 + α2β2F2 )
λσ( 1 － α1β1 － α2β2 ) + ( λ + 1 － σ) ( α1β1F1 + α2β2F2 )

· 1
w = K

L
( 10)

其中，行业 i 的劳动总需求为 Li、资本总需求为 Ki，L和K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禀赋，Fi =
δfbarrier

fwβi + δfbarrier
。实际上，在要素市场出清时，各个行业的经济总量 Ｒi 也由要素禀赋和均衡时的 w

决定:

Ｒi = Li + wKi = αiＲ = αi ( L + w K) ( 11)
将 Ｒi 的表达式代入( 9) 式可得:

Mi = λ + 1 － σ
λσ

·
αi ( L + w K)
fwβi + δfbarrier

( 12)

可见，给定劳动和资本的禀赋L和K，一般均衡下的要素相对价格 w 将完全取决于外生参数以
及由行业固定成本 fwβi和市场准入成本 fbarrier所形成的成本结构。进一步，每个行业的企业数量 Mi

也随之被决定。
( 三) 比较分析与推论

商事制度改革是一项旨在放宽市场准入的改革，“先照后证”“多证合一”等改革举措降低了市
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并且，这些改革措施是惠及所有企业，而非针对特定行业的。现有文献通常将
类似的制度环境变化看作市场准入成本的下降 ( Blanchard ＆ Giavazzi，2003; Branstetter et al．，
2014) ，本文也以类似的方式刻画商事制度改革后办事门槛的下降，即 fbarrier减小。
可以证明，fbarrier变化将改变均衡时的要素相对价格，并有∂w /∂fbarrier ＜ 0。换言之，商事制度改革

后，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下降将使得均衡时资本相对于劳动的要素相对价格上升。接下来进一步
分析新进入企业数量①的相对变化，由 Me

i = δMi 代入( 12) 式可得:
Me

1

Me
2
=

α1

1 － α1
·

fwβ2 + δfbarrier
fwβ1 + δfbarrier

( 13)

给定 1 ＞ β1 ＞ β2 ＞ 0，且 w ＞ 1 时，可以证明∂ Me
1 /M

e( )2 /∂fbarrier ＞ 0。即若行业 1 是资本密集型行
业，行业 2 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则 fbarrier下降将使得 Me

1 /M
e
2 减小;反之，M

e
2 /M

e
1 增大。由此得到本文

的一个推论。②

推论:当经济体均衡时，给定 β1 ＞ β2，则有∂
Me

2

Me
1 +Me( )

2
/∂fbarrier ＜ 0。即市场准入门槛 fbarrier越低，

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新进入企业中的数量占比越高。
从更直观的经济含义看，商事制度改革对新增企业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是由于市场准入门槛

下降对企业进入的影响在资本密集度不同的行业之间存在异质性。异质性影响将通过直接效应和
间接效应两种渠道发挥作用。直接效应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自身的固定成本较低，同等程度的准入
成本下降将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下降更快，因此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益于门槛下降而进

入市场的企业相对更多。间接效应是，由于办理营业执照、许可证等流程所构成的准入成本仅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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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实证识别的角度看，能被观察到的企业均为成功进入市场的企业，因此本文讨论的新进入企业均指支付了准入成本的

企业数量 Me
i，而非尝试抽取生产率的潜在企业数量 Md

i。

限于篇幅，理论模型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向作者索取。



劳动要素，此时准入成本下降将减少企业进入对于劳动要素的需求，并导致均衡时资本相对于劳动

的要素相对价格提高。此时，所有行业的固定成本均会增加，这将抵消部分准入成本下降对企业进
入的促进作用。但劳动密集型行业对资本的需求较小，固定成本的增幅相对较小，因此要素相对价
格变化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对准入成本下降的抵消作用也较小，这同样使得准入成本下降对劳动

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进入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

( 一) 实证模型

由于第三产业相比于非第三产业而言具有更低的资本密集度①( 郭凯明等，2020) ，本文的推论意
味着商事制度改革后市场准入办事门槛的降低将提升新进入企业中的三产企业数量占比。这是本文
的核心假说，本文在接下来的部分将通过正规的实证分析来检验这一假说，并使用( 14) 式进行检验:

Yit = α0 + α1 fbarrier it + θX + δt + γi + εit ( 14)
上式中 i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Yit为在城市 i年份 t的新增企业中第三产业企业数量的占比。

核心解释变量为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 fbarrier it ) 。基于商事制度改革的实践，改革围绕企业开办所
需办理的许可证推出了“三证合一”、“五证合一”等典型的“减证”措施，故本文主要以城市 i 在 t
年开办企业所需的“平均办证个数”( licenseit ) 来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反映这些措施带来的办
事门槛变化。当然，更精简和更高效的办事流程都将为开办企业节省大量时间。因此，本文也将尝
试从开办企业的“平均注册耗时”( time_registerit ) 和“平均办证耗时”( time_licenseit ) 两种不同的维
度来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最后，实证模型中的 δ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γi 为地区固定效应; X 为
一系列控制变量。当本文的理论假说成立时，本文关心的回归系数 α1 ＜ 0。
( 二) 数据与变量

本文的数据来源有三个:一是数阈经济洞察平台的微观企业统计数据; 二是全国实地调研数

据，主要涉及调研问卷中的市场准入办事门槛数据和企业个体特征数据;三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

各类年鉴的社会与经济特征数据。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各地区每年新增企业的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占比。这一数据来源于数

阈经济洞察平台。目前，该数据库提供了全国各省市区自 2002—2019 年各个产业和行业的企业总
数、当年新增企业数等指标。基于此，本文计算了各地级市 2010—2019 每年新增企业中的第三产
业企业数量占比，作为基准回归中度量产业结构变迁的核心指标。②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市场
准入的办事门槛，包括企业办证个数、办证耗时、注册耗时三个度量指标。这一数据来源于本文作
者所属团队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进行的两轮全国调研。经分层随机抽样确定调研地区后，③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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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一特征意味着第三产业的行业固定成本 fwβi较低、沉没成本较小，这符合现实中对第三产业的看法，说明本文基于资本
密集度引入三产和非三产区别的模型设定是恰当的。

选取这一时间段进行分析一方面是与调研问卷中的企业成立年份相对应，另一方面是尝试保留改革前后较完整的观测

期，其中，2010—2011 年对应于商事制度改革前的时期，2012—2013 年对应于改革开始局部试点时期，2014—2019 年对应改革开
始全国推广并不断推出新举措的渐进改革时期，2010—2019 年恰好可体现为商事制度改革前后的一个完整时间段。

在剔除了交通不便的地区后，遵循“至少抽中一半直辖市”和“经济总量在抽中与否的省级单位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两
条规则，随机抽取省级行政区划单位。接下来在抽中的省级行政单位中，根据下辖城市的数量确定不同的抽取数量，并遵循“确保
抽中省会城市”和“经济总量在抽中与否的城市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两条规则，随机抽取地级及副省级城市。最后在抽中的城市
中，进一步遵循类似的规则随机抽取区县。基于以上抽样方法，2018 年的调研地区共覆盖 16 个省级行政单位，包括 2 个直辖市
( 北京、天津) ，12 个省( 吉林、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广东、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2 个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宁
夏回族自治区) 。2019 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调研范围，还包括了重庆、上海、湖北、江苏、河北、山西、青海、海南，共 24 个省级
行政区划单位。调研过程中采取了全程电子化、技术性整体检查、“双随机”抽查等方式保障数据质量。限于篇幅，更详细的调研
方法和调研地区可向作者索取。



作者所属团队于 2018 年 7 月至 8 月，赴全国 16 个省( 含 14 个省和 2 个直辖市) 、74 个城市、182 个
区的政务办事大厅进行实地调研，通过随机访谈正在政务办事大厅办理审批业务的市场主体，共获

得 3531 份访谈成功的有效问卷。2019 年 7 月至 8 月进一步扩大调研范围，赴全国 24 个省( 含 20
个省和 4 个直辖市) 、110 个城市、281 个区的政务办事大厅进行调研，共获得 6123 份有效问卷。两
年调研共计获得 9654 份有效问卷。我们进一步剔除调研对象为中介机构、企业成立时间不详的问
卷后，两轮调研的有效问卷共计 6734 份。访谈问卷中有问及企业成立时间、企业成立时所需的办
证个数、注册耗时和办证耗时，①从而可以结合企业所在城市、成立年份、办理证照数量和耗时计算
上述变量在地区层面的均值，②构造本文实证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此外，调研问卷中还包含了一
些企业个体的特征信息，如产业属性、所有制类型、是否位于园区等，为本文的进一步讨论提供数据
支撑。
控制变量方面，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省份层面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

计局、《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参照现有文献的做法和发现，本文控制了
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特征，包括人均实际 GDP 的对数( pergdp) 、人力资本水平的
对数( humcap) 、政府规模的对数( gov) 、国有经济比重( soe) 、对外开放程度的对数( open) 、城市化水
平( urban) 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对数( infra) 。③

( 三) 描述性统计

表 1 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④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平均有 70. 2%的新增企业
进入了第三产业，值得注意的是，调研数据中选择第三产业的企业比例为 72. 1%，也接近 70%，说
明本文的实地调研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平均而言，开办企业需办理 2. 8 个许可证，完成注册所需
的耗时为 8 天，耗时最长的许可证平均需办理 1. 5 个月。
表 1 描述性统计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 % ) 1064 70. 202 11. 537 23. 906 95. 992

核心解释变量

平均办证个数(个) 1028 2. 830 1. 327 0. 000 10. 000

平均注册耗时(天) 1021 8. 014 4. 425 1. 000 28. 000

平均办证耗时(月) 996 1. 484 1. 483 0. 050 1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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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调研问卷中相应的问题和选项为: ( 1) 贵企业在开始营业前，大致办理了多少“证”? A. 0; B. 1; C. 2; D. 3; E. 4; F. 5; G. 6;
H. 7; I. 8; J. 9; K. 10 个及以上; L．不知道。( 2 ) 贵企业注册成立时，完成企业注册 ( 拿到工商营业执照) 所需的时长为: A. 1 天;
B. 2—3 天; C. 4—7 天; D. 8—14 天; E. 15—28 天; F．大于 4 周; G．不知道。( 3) 贵企业在所有经历过的办证过程中，耗时最长的证
大约花了多长时间? A. 1—2 天; B. 3—4 天; C. 1—2 周; D. 3—4 周; E. 1—2 月; F. 3—4 月; G. 5—6 月; H. 7—12 月; I． 一年及以上;
J．不知道。

办证个数直接使用问卷选项对应的数值进行计算，注册耗时和办证耗时取问卷选项中各个时间段区间对应的均值( “大
于 4 周”和“一年及以上”的选项取区间下限) 进行计算。

人力资本水平采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政府规模采用政府财政支出与 GDP 的比值，国有经
济比重采用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数与从业人员总数的比值，对外开放程度采用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城市化水平采用城镇人
口比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采用城市道路面积与总人口数的比值。其中，由于《城市统计年鉴》中没有国企从业人数、出口总
额和城镇人口比重，因此使用企业成立当年所在省份的相应数据计算对应指标，即回归分析中控制的是省份层面的国有经济

占比、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化水平。为避免部分控制变量缺失导致回归分析中损失大量样本，本文使用插值法填补了缺失的
数据。

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续表 1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人均实际 GDP 1064 56604. 173 36910. 578 6457. 000 467749. 000

人力资本水平 1063 0. 025 0. 031 0. 000 0. 131

政府规模 1064 18. 718 11. 122 6. 015 91. 551

国有经济比重( % ) 1064 2. 014 1. 166 0. 459 6. 976

对外开放程度 1064 0. 172 0. 178 0. 007 0. 734

城市化水平( % ) 1064 54. 969 10. 343 33. 810 89. 600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1064 5. 210 4. 911 0. 227 37. 024

注: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由数阈经济洞察平台中每年各个行业的新增企业数计算得到。在 2010—2019 年间，与调研数
据中的地区和企业成立年份相匹配的观测值共 1064 个。平均办证个数、平均注册耗时和平均办证耗时均由两轮全国调研获得的

有效问卷中相应的企业开办信息计算得到，问卷中相应问题的答案会有不同程度的缺失。控制变量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各类统
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

这一部分将检验本文的核心理论假说。首先，基于基准实证模型、从“平均办证个数”这一维
度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考察办事门槛变化如何影响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接下来，从样
本选择方式、核心变量的度量方式和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几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 一) 基准回归

表 2 从“平均办证个数”( license) 这一维度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使用( 14) 式进行回归分
析。与理论预期一致，商事制度改革后平均办证个数每减少 1 个将提升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
约 0. 5 个百分点。
表 2 第( 1) 列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各地区随时间变化的经济与社会特征。在该

列结果中，平均办证个数的系数约为 － 0. 5，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1%的统计检验。该结果表明办
证个数减少将增加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具体而言，办证个数每减少 1 个，进入第三产业的企
业占比将增加约 0. 5 个百分点。结合该变量的取值范围看，开办企业从最多需办理 10 个以上许可
证精简至不需办理许可证将提升进入三产的企业占比约 5 个百分点。而商事制度改革中最为典型
的“三证合一”、“五证合一”等改革举措将平均提升进入三产的企业占比约 1—2 个百分点。
表 2第( 2) 、( 3) 列进一步添加了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 l_ratio) 作为控制变量。由于本文是从新

增企业而非经济总量的视角关注产业结构变迁，在一些研究中，产业结构本身也是影响企业进入或创

业行为的重要因素( 倪鹏途和陆铭，2016;黄亮雄等，2020) ，因此本文也尝试控制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
特征。其中，第( 2) 列以滞后一期的三产增加值比重度量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第( 3) 列以滞后一期
的三产企业数量比重度量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两列实证结果中，平均办证个数的系数变化不大。
最后，表 2 第( 4) 、( 5) 列考察新增企业中三产占比提升的来源。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提

升可能是源于商事制度改革促进了更多三产企业的进入，也可能是源于改革减少了第一、二产业的
企业进入。为区分这两种情形，表 2 第( 4) 、( 5) 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不同产业的企业进入率，①

使用( 14) 式进行回归分析，分别考察商事制度改革对于三产和非三产企业进入率的影响。结果表
明，商事制度改革对于非三产企业的进入率基本没有影响，但显著促进了更多新企业进入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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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企业进入率的定义为:当年新增企业数量与去年企业总数的比值。该数据同样来源于数阈经济洞察平台。



业，每减少一个许可证将使得三产企业的进入率提升约 0. 3 个百分点。这表明商事制度改革是通
过促进更多新企业进入三产，而非阻碍企业进入其他产业，从而提升了进入三产的企业占比。
表 2 商事制度改革与新进入企业的产业结构

被解释变量: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

( 1) ( 2) ( 3)

被解释变量:进入率

第三产业 非第三产业

( 4) ( 5)

license
－ 0. 468＊＊＊

( 0. 154)
－ 0. 465＊＊＊

( 0. 155)
－ 0. 433＊＊＊

( 0. 151)
－ 0. 322＊＊＊

( 0. 112)
－ 0. 020
( 0. 149)

pergdp
5. 622＊＊＊

( 1. 701)
5. 811＊＊＊

( 1. 754)
6. 499＊＊＊

( 1. 674)
2. 235*

( 1. 347)
－ 1. 333
( 1. 524)

humcap
－ 0. 362
( 0. 853)

－ 0. 323
( 0. 863)

0. 047
( 0. 850)

－ 1. 226＊＊

( 0. 586)
－ 1. 588*

( 0. 883)

gov
7. 047＊＊＊

( 1. 834)
6. 766＊＊＊

( 1. 838)
7. 487＊＊＊

( 1. 827)
1. 640
( 1. 352)

－ 1. 979
( 2. 009)

soe
0. 761＊＊

( 0. 351)
0. 763＊＊

( 0. 352)
0. 549
( 0. 352)

0. 625＊＊＊

( 0. 201)
0. 552*

( 0. 316)

open
－ 3. 966＊＊＊

( 0. 745)
－ 3. 932＊＊＊

( 0. 748)
－ 3. 915＊＊＊

( 0. 742)
1. 333＊＊

( 0. 579)
5. 322＊＊＊

( 0. 877)

urban
－ 0. 715＊＊＊

( 0. 152)
－ 0. 733＊＊＊

( 0. 155)
－ 0. 564＊＊＊

( 0. 156)
0. 108
( 0. 092)

0. 194
( 0. 137)

infra
1. 594＊＊

( 0. 768)
1. 605＊＊

( 0. 771)
1. 709＊＊

( 0. 767)
0. 470
( 0. 576)

－ 1. 412*

( 0. 763)

l_ratio
0. 041
( 0. 058)

0. 223＊＊＊

( 0. 071)
－ 0. 042
( 0. 051)

－ 0. 294＊＊＊

( 0. 073)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1027 1026 1027 1027 1027
Ｒ2 0. 861 0. 861 0. 863 0. 538 0. 629

注: * 、＊＊、＊＊＊分别代表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第( 2) 列以滞后一期的三产增加值比重

度量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第( 3) —( 5) 列以滞后一期的三产企业数量比重度量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

( 二) 稳健性检验

表 3 针对样本选择方式和核心变量的度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为避免部分地区因调
研成功的样本数量过少而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表 3 第( 1 ) 列仅保留城市总样本量大于 25 个
( 约为 5%百分位) 的地区样本进行回归，系数与基准结果相差不大。
为避免统计数据或调研数据中的极端值对结果产生影响，表 3第( 2) 列对被解释变量在每一年进

行 5%的缩尾处理，第( 3) 列对办证个数在年份和地区层面进行了 5%的缩尾处理后再计算均值作为
解释变量，结论依然不变，办证个数每减少 1个将提升进入三产的企业占比至少 0. 4个百分点。
在表 3第( 4) 列中，尝试采用世界银行常用于评估营商环境的前沿距离法( distance to frontier) ，

计算各地区每年的营商环境得分( score) 作为解释变量，①进行回归分析。这一得分指标相当于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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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使用前沿距离法计算营商环境得分的具体方法为: score =
maxi∈I，t∈T licenseit － licenseit

maxi∈I，t∈T licenseit － mini∈I，t∈T licenseit
× 100。



业的平均办证个数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得分越高意味着开办企业所需办理的许可证越少、营商环境越
便捷。第( 4) 列的回归结果中，营商环境得分每提高 1 分，进入三产的企业占比增加 0. 04 个百分点，
即开办企业的营商环境由最差转变到最好的状态将能提升进入三产的企业占比约 4. 3个百分点。
最后，本文尝试从其他维度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表 3 第( 5) 列基于( 14) 式的回归方程，

以平均注册耗时( time_register) 的对数值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平均注册
耗时的缩短也能促使更多新企业进入第三产业。平均注册耗时每缩短 1%，进入三产的企业占比
将增加约 0. 6 个百分点。结合该变量的取值范围来看，企业注册耗时从最长 4 周以上缩短至 1 天
将提升进入三产的企业占比约 2 个百分点。表 3 第( 6) 列以平均办证耗时( time_license) 的对数值
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结果显示，办证耗时每缩短 1%，进入三产的企业占比将提升约 0. 4 个
百分点。办证耗时从最长 1 年以上缩短至 1—2 天将提升进入三产的企业占比约 2. 3 个百分点。
表 3 稳健性检验和其他度量方式

剔除调研样

本量少于 25
个的地区

被解释变

量缩尾

核心解释变

量缩尾
前沿距离法 平均注册耗时

平均办证

耗时

( 1) ( 2) ( 3) ( 4) ( 5) ( 6)

license
－ 0. 433＊＊＊

( 0. 150)
－ 0. 410＊＊＊

( 0. 148)
－ 0. 436＊＊＊

( 0. 151)

score
0. 043＊＊＊

( 0. 015)

ln time_register
－ 0. 586*

( 0. 313)

ln time_license
－ 0. 423*

( 0. 22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96 1027 1027 1027 1020 995
Ｒ2 0. 867 0. 852 0. 863 0. 863 0. 860 0. 863

注:各列均控制了经济控制变量、城市和年份的固定效应。限于篇幅，不再报告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下同。

表 4 进一步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表 4 第( 1) 列排除时间趋势可能的影响: 由于第三产业可
能更符合地方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有更多的企业涌入第三产业。为排
除这样的影响，表 4 第( 1) 列引入了城市固定效应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此时平均办证个数每减少
1 个，进入三产的企业占比增加约 0. 3 个百分点。
表 4第( 2) 、( 3) 列排除地区产业政策或其他政策变化可能的影响。根据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 CNＲDS) 中各省五年规划的内容，本文在所有政策态度为“鼓励”的行业中，计算了鼓励发展的第三
产业行业占比( policy_encourage) ;同时在重点支持的行业中，计算了重点支持的第三产业行业占比
( policy_support) ，这两个占比越高意味着当地的产业政策越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第( 2) 列同时控制
了这两种指标所度量的产业政策变化，平均办证个数的系数与基准结果相差不大。排除地区政策变
化影响的另一项尝试是在第( 3) 列中进一步控制当年新进入的三产企业中进驻园区的企业占比
( park) 。① 由于产业园是政府为实现产业发展目标而设立的特殊区位，进驻园区的企业结构可以一
定程度代表政府对于发展目标的规划，因此结合调研问卷中的企业所在区位和产业属性，第( 3) 列控
制了三产企业位于园区的占比，结果表明在排除了地区政策可能的影响后，基本结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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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调研问卷中企业是否是三产企业和是否位于园区计算得到。



表 4 排除其他可能性

排除时间趋势 排除产业政策 排除行业准入办事门槛差异

被解释变量: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
被解释变量:进入率

三产 非三产

( 1) ( 2) ( 3) ( 4) ( 5) ( 6)

license
－ 0. 279＊＊

( 0. 138)
－ 0. 451＊＊＊

( 0. 151)
－ 0. 417＊＊＊

( 0. 161)

policy_encourage
0. 063*

( 0. 037)

policy_support
－ 0. 015
( 0. 016)

park
－ 0. 001
( 0. 009)

license_s
－ 0. 618＊＊

( 0. 251)
－ 0. 394＊＊

( 0. 196)

license_nons
0. 207
( 0. 250)

difference
－ 0. 181
( 0. 193)

－ 0. 088
( 0. 144)

－ 0. 097
( 0. 2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时间趋势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N 1027 1027 992 647 647 647
Ｒ2 0. 917 0. 863 0. 863 0. 867 0. 492 0. 632

最后，第( 4) —( 6) 列的回归考虑排除行业准入办事门槛差异的影响。① 从商事制度改革的具
体举措看，“三证合一”“先照后证”等改革措施均是针对所有企业的“普惠性”政策，并不存在行业
层面的差异性，即商事制度改革这一政策变化本身并不存在内生性。但可能存在的另一个潜在问
题是，开办企业的准入办事门槛可能本身就因行业而异，若第三产业的企业注册本身就更为便捷，

则可能是由于更多新企业进入了第三产业而导致了调研时观察到的平均办证个数减少。为避免直
接在所有行业中对办证个数取均值可能产生的上述问题，本文尝试区分调研样本的产业属性，计算各

个地区每年的平均办证个数，即分别计算第三产业和非第三产业的平均办证个数( license_s和 license_
nons) ，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 difference) ，并同时放入回归方程中。第( 4) 列的结果表明，三产企业的
平均办证个数减少仍然显著提升了进入三产的企业占比，而不同产业之间的平均办证个数差异并没

有明显的影响，这意味着不同产业间开办企业的难易程度差异并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第( 5) 、( 6)
列使用企业进入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与前文一致，平均办证个数的减少显著促进了三产

企业进入，对非三产企业则基本没有影响，且不同产业的办证个数差异并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
总之，商事制度改革后市场准入办事门槛下降将提高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在考虑了样

本选择方式、核心变量的计算方式和其他可能的解释的影响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成立。

五、进一步讨论

随着商事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办事门槛不断降低，改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会呈现哪些典型特征
呢? 基于对理论模型的进一步讨论和商事制度改革的制度特点，本部分将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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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此问题较为类似的还有样本自选择问题，即第三产业注册本身更为简单，受商事制度改革影响更敏感，但本文实际上
恰恰就是在识别这样的效应，因此无需考虑排除。



( 一) 商事制度改革在第三产业内部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商事制度改革在资本密集度不同的行业间存在异质性的影响，而资本密

集度的差异在第三产业内部的细分行业之间也存在，因此商事制度改革的影响在第三产业内部也

应存在细分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为更深入地讨论这一差异性，接下来考察在第三产业的各个细分
行业中，商事制度改革具体促进了哪些行业的企业进入。
基于方程( 14) ，表 5 以平均办证个数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并以第三产业中每个细分行

业①的企业进入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从系数显著性看，平均办证个数减少
对于批发与零售，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企业进入具有最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这两个
行业中，平均办证个数的系数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次显著的是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些行业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通过了显
著性水平为 5%的统计检验。而从系数大小看，改革对于教育行业的企业进入促进作用最明显:平
均办证个数每减少 1 个，教育行业的企业进入率提升约 1. 6 个百分点。其次是卫生和社会工作行
业，平均办证个数每减少 1 个将提升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的企业进入率约 1. 2 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除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外，其余受影响更明显的均为第三产业中资本密

集度相对较低的行业( 宋锦和李曦晨，2019) ，这一结果与本文的理论模型相符，即商事制度改革主
要促使更多企业进入了资本密集度较低的行业。此外，这些受影响更明显的细分行业均属于消费
性服务业。② 与消费性服务业相匹配的特征包括较低层次的人力资本水平③( 张建华和程文，
2019) 、较小的企业规模( 倪鹏途和陆铭，2016 ) 、较低的劳动生产率( 朱民等，2020 ) 等，这意味着改
革仅仅促进了产业之间的结构变迁，但未能进一步推动产业内部更高质量的结构升级。
表 5 商事制度改革对细分行业进入率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第三产业中各个细分行业的进入率

( 1) ( 2) ( 3) ( 4) ( 5) ( 6) ( 7)

细分行业 批发和零售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

教育
卫生和

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
和娱乐

住宿和餐饮

license
－ 0. 348＊＊＊

( 0. 122)
－ 0. 799＊＊＊

( 0. 274)
－ 0. 488＊＊

( 0. 234)
－ 1. 604＊＊

( 0. 708)
－ 1. 164＊＊

( 0. 523)
－ 0. 752＊＊

( 0. 350)
0. 060
( 0. 1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27 1027 1027 1027 1027 1027 1027
Ｒ2 0. 445 0. 398 0. 219 0. 503 0. 451 0. 594 0. 570

( 8) ( 9) ( 10) ( 11) ( 12) ( 13)

细分行业
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

金融 房地产
租赁和商

务服务

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

license
－ 0. 062
( 0. 230)

－ 0. 039
( 0. 174)

－ 0. 009
( 0. 155)

－ 0. 009
( 0. 141)

－ 0. 194
( 0. 319)

－ 0. 203
( 0. 2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27 1027 1027 1027 1027 1027
Ｒ2 0. 389 0. 684 0. 464 0. 627 0. 510 0.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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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成立通常是政府行为，并且这两个行业的活动不计入生产总值，因此本文的讨论不包含这两

个行业。表 5 根据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对细分行业的顺序进行了简单整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 2019) ，我们粗略地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将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房地产，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划分为消费性服务业。

也有文献根据这一特征将这些行业( 除教育行业外) 划分为低技能服务业( 朱民等，2020) 。



( 二) 商事制度改革在企业生命周期中的影响具有短期性

本文的基本结论表明，商事制度改革在企业成立当年会通过企业进入对产业结构变迁产生明

显的影响。在此之后，改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否具有持续性还有赖于企业的成长和生存。由于
现阶段的商事制度改革主要针对准入环节的制度变化，改革在企业生命周期中的影响可能持续性

不强。为讨论这一问题，本文考察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如何影响企业进入市场后的年龄分布变化。
数阈经济洞察平台提供了 2017—2019 年间各个行业每个年龄段的企业数量。本文由此计算

了每年各个年龄段企业的数量占比( 该年龄段的企业占所有在位企业的比重) ，再由年龄段推算这

些企业成立的年份，并与企业成立当年的平均办证个数相匹配，使用( 15) 式进行实证分析。
ratio_ageita = βa·licensei，t －a + θX + δt + γi + εit ( 15)

其中，被解释变量 ratio_ageita为城市 i、年份 t的在位企业中处于年龄段 a 至 a + 1 年的企业数量
占所有在位企业数量的比重，核心解释变量 licensei，t － a为处于年龄段 a 至 a + 1 年的在位企业在 t － a
年时( 即企业成立当年) 的平均办证个数，其他模型设定和变量含义与( 14) 式相同。本文关心的系
数为 βa，该系数反映了企业成立当年的平均办证个数在 a 年后如何影响成长至该年龄段的企业数
量占比。这一检验的逻辑是，由于商事制度改革后市场准入办事门槛的降低增加了第三产业的企
业进入率，因此在第三产业中，年龄段为 0—1 年的企业占比会在当年有所提升;而如果改革的影响
持续了 1 年，那么在下一年度应当观察到年龄段为 1—2 年的企业占比有所提升，此时对应的 β1 应

显著小于 0;依此类推，若改革的影响能在企业进入市场后持续 a 年，则相应的系数 βa 应显著小于

0。反之，不显著的 βa 意味着商事制度改革的影响自此之后不再具有持续性。
表 6 Part A基于( 15) 式考察了第三产业中不同年龄段企业数量占比的变化。结果显示，在第三

产业中，企业成立当年的平均办证个数减少能显著增加 1 年后年龄段为 1—2 年的企业数量占比，以
及 2年后年龄段为 2—3年的企业数量占比，效应随后逐渐减弱，从第 4 年开始，该效应不再显著。这
意味着改革仅仅对企业进入市场后 3年的产业结构存在影响，影响的持续性不强。Part B进一步考察了
非第三产业中不同年龄段企业数量占比的变化。平均办证个数对各个年龄段的企业占比自始至终没有
明显影响，这一结果也与基准回归中，商事制度改革对非三产企业进入基本没有影响的结论保持一致。
表 6 商事制度改革与企业年龄结构

被解释变量:该年龄段的企业数量占比

年龄 1—2 年 年龄 2—3 年 年龄 3—4 年 年龄 4—5 年 年龄 5—6 年

( 1) ( 2) ( 3) ( 4) ( 5)

Part A:第三产业

license
－ 0. 239＊＊

( 0. 099)
－ 0. 175＊＊

( 0. 074)
－ 0. 124*

( 0. 064)
－ 0. 024
( 0. 067)

－ 0. 107
( 0. 06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12 300 289 294 309

Ｒ2 0. 853 0. 915 0. 829 0. 819 0. 660

Part B:非第三产业

license
－ 0. 113
( 0. 108)

－ 0. 050
( 0. 096)

－ 0. 009
( 0. 073)

－ 0. 004
( 0. 075)

－ 0. 011
( 0. 1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12 300 289 294 309

Ｒ2 0. 822 0. 858 0. 807 0. 770 0.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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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商事制度改革后第三产业的新增企业规模相对变小

进一步讨论可以证明，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下降对新增企业规模的影响同样存在行业异质性，

均衡时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将变小，①即可以预期，改革后第三

产业的新增企业规模将相对变小。② 表 7 讨论了平均办证个数变化对第三产业和非第三产业新增
企业规模的影响，其中，企业规模数据来源于调研问卷中的员工规模信息。③ 第( 1) —( 2) 列使用企
业员工人数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中控制了城市和企业成立年份的固定效应、影响企业规模的
宏观经济特征，以及企业年龄。回归结果表明，在办证个数较少的准入门槛下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规
模较小，平均办证个数每减少 1个，新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规模减小约 5% ;但准入门槛变化对新进入
非第三产业的企业规模没有明显的影响。这一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符。此外，考虑到问卷中针
对企业规模问题的选项为区间变量，不同的选项在区间跨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表 7 第( 3) —( 4) 列
也尝试直接以规模区间的选项排序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使用有序的 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的结论
也一致，办证个数减少将导致新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规模相对变小。第( 5) —( 6) 列进一步排除其他
企业特征对规模的影响，控制了是否进驻产业园和所有制类型是否为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得到的结

论也不变。总之，本文从新增企业规模在不同产业的变化上得到的结论也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
表 7 商事制度改革与新增企业的规模特征

被解释变量:企业规模

规模数值的对数，OLS 规模区间的排序，有序的 Probit模型

第三产业 非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 非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 非第三产业

( 1) ( 2) ( 3) ( 4) ( 5) ( 6)

license
0. 048＊＊

( 0. 024)
－ 0. 016
( 0. 051)

0. 044＊＊

( 0. 021)
－ 0. 007
( 0. 039)

0. 042＊＊

( 0. 021)
－ 0. 000
( 0. 0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827 1479 3827 1479 3827 1479

pseudo Ｒ2 或 Ｒ2 0. 228 0. 258 0. 100 0. 097 0. 119 0. 132

( 四) 商事制度改革促进企业进入第三产业的效应边际递减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关注了改革带来的平均影响。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越
来越低，改革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此时同等程度的准入门槛下降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影响。为探索
这一可能性，本文将根据调研问卷中企业的“办证个数”“注册耗时”等问题对应的选项直接构造虚
拟变量，④作为市场准入办事门槛的度量指标。与此相对应地，本部分的被解释变量也使用企业个
体产业属性的二值变量( 选择第三产业取值为 1，选择第一、二产业取值为 0) ，基于 probit模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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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使用收入还是员工人数来度量企业规模，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均相对变小。而由于新进入企业与均衡
时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率分布，这样的相对规模变化也会反映在新进入的企业中。限于篇幅，详细的证明过程可向作者
索取。

此相对变化有以下几种可能性:一是所有产业的新增企业规模都变小，而第三产业的规模减小幅度更大; 二是所有产业

的新增企业规模都变大，而第三产业的规模增幅更小;三是第三产业的新增企业规模减小( 或不变) ，而其他产业的企业规模不变

( 或增大) 。
问卷中的相应问题为:“所在公司的员工规模: A．少于 10 人; B. 10—20 人; C. 20—100 人; D. 100—500 人; E．大于 500 人;

F．不知道”。取问卷选项中各个区间对应的均值( “大于 500 人”的选项取区间下限) ，并取对数。尽管该信息反映的是企业在调
研年份当年的规模，但通过控制企业年龄，可排除企业自身成长对规模变化带来的影响。

此处不在地区层面计算均值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计算均值后的数值大多不是整数，不便于直接构造虚拟变量;二是，注
册耗时和办证耗时两个问题在调研问卷中对应的选项本身也是非线性变化的时间区间，因此直接以这些选项对应的时间区间构

造虚拟变量更为恰当。



回归，其他模型设定与( 14) 式相同。
在新的模型设定下，本文需先检验基本结论是否成立。表 8 第( 1 ) 列以“企业办证个数”度量

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在( 14) 式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企业个体的所有制类型和区位
特征。尽管企业在进入市场时同时选择了行业、区位和所有制类型，行业选择与另外二者之间不属
于因果关系，但由于选择不同行业的企业在所有制类型和是否进驻产业园上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差

异，而这两方面的差异又与开办企业的繁简程度密切相关，①因此应当控制这两类固定效应。表中
报告的数值为各变量在均值处的边际效应。此时企业办证个数的系数为 － 0. 016，通过了显著性水
平为 1%的统计检验。该结果表明企业办证个数减少将增加新创企业选择第三产业的概率。具体
而言，办证个数每减少 1 个，新企业选择进入第三产业的概率将增加 0. 016%。
在验证了基本结论仍然成立后，表 8 第( 2) 列进一步考察企业办证个数变化可能存在的非线

性影响。结合调研问卷中的选项，本文以“无需办理许可证”( 即办证个数为“0”) 作为基准组，办
证个数每增加 2 个作为一个分组，依次构造虚拟变量( d_license) 。第( 2 ) 列的结果表明，办证个数
变化带来的影响是边际递减的。总体看来，办证个数从 5 个以上减少至 0 个时，企业进入三产的概
率将提高至少 7. 9%。而当办证个数少于 5 个时，精简许可证的改革措施对企业选择三产的影响
将不再明显，这意味着当办证个数已经足够少时，继续依赖证照整合的改革措施将难以进一步促进

新企业进入第三产业。
接下来尝试从其他维度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讨论商事制度改革的非线性影响。表 8 第

( 3) 列使用“企业注册耗时”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根据问卷选项中注册耗时对应的时间段构
造虚拟变量( d_time_register) ，以考察改革的非线性影响。总体看来，注册耗时是否超过 1 周对于
企业选择进入三产的影响具有较明显的差异，相比于 1 天即可完成注册而言，注册耗时需 4—7 天
将导致新企业选择三产的概率降低 6%左右，而注册耗时超过一周将导致这一概率降低 10%左右。
表 8 第( 4) 列使用“企业办证耗时”度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根据问卷选项中办证耗时对应的时
间段构造虚拟变量( d_time_license) 。实证结果显示，办证耗时是否超过 2 个月对于企业进入三产
的影响存在较明显的差异，该影响也是递减的。相比于 1—2 天即可办理完许可证而言，办证耗时
达 3—6 个月将降低企业选择三产的概率约 17%，办证需 1 年以上将降低概率约 25%，而办证耗时
在 1 天至 2 个月之间对于企业选择三产的概率没有明显的影响。
表 8 商事制度改革的非线性影响

被解释变量:选择第三产业

( 1) ( 2) ( 3) ( 4)

license
－ 0. 016＊＊＊

( 0. 003)

d_license: 1—2 个
0. 017
( 0. 027)

d_time_register:
2—3 天

－ 0. 032
( 0. 029)

d_time_license:
3—4 天

－ 0. 028
( 0. 049)

d_license: 3—4 个
－ 0. 018
( 0. 028)

d_time_register:
4—7 天

－ 0. 057＊＊

( 0. 027)
d_time_license:

1—2 周
－ 0. 043
( 0. 036)

d_license: 5—6 个
－ 0. 079＊＊

( 0. 033)
d_time_register:

8—14 天
－ 0. 096＊＊＊

( 0. 032)
d_time_license:

3—4 周
－ 0. 062
( 0. 042)

d_license: 7—8 个
－ 0. 140＊＊＊

( 0. 054)
d_time_register:

15—28 天
－ 0. 107＊＊＊

( 0. 035)
d_time_license:

1—2 月
－ 0. 037
( 0.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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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有企业和园区企业通常享有审批的“绿色通道”，可能在企业注册和办理许可证的过程中与其他企业存在较大差异。



续表 8
被解释变量:选择第三产业

( 1) ( 2) ( 3) ( 4)

d_license: 9 个以上
－ 0. 115＊＊＊

( 0. 041)
d_time_register:

28 天以上
－ 0. 115＊＊＊

( 0. 036)
d_time_license:

3—4 月
－ 0. 164＊＊＊

( 0. 049)

d_time_license:
5—6 月

－ 0. 168＊＊＊

( 0. 053)

d_time_license:
7—12 月

－ 0. 201＊＊＊

( 0. 078)

d_time_license:
1 年及以上

－ 0. 245＊＊＊

( 0. 05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N 3343 3343 N 3019 N 2632

pseudo Ｒ2 0. 119 0. 121 pseudo Ｒ2 0. 114 pseudo Ｒ2 0. 142

注:表中的数值为各变量在均值处的边际效应。在第( 2) 列的回归中，“办证个数 0 个”为基准组。在第( 3) 列中，“注册耗时 1

天”为基准组;在第( 4) 列中，“办证耗时 1—2 天”为基准组。

六、影响机制

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商事制度改革的结构效应源于不同行业存在资本密集度的差异，这一差

异将导致改革对不同行业的企业进入产生异质性的影响。通过对理论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可以证
明，①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下降将提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进入率;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进

入率变化可能呈现两种情形:一是减小，二是以小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入率的幅度增加。但无论是
哪一种情形，在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下降、经济体逐渐调整向新均衡的过程中，都应观察到改革对
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进入率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从实证上验证了商事制度改革对企业进
入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度较低的行业中更为明显。②

现实中商事制度改革对不同行业的企业进入产生异质性影响的原因可能更复杂。一种竞争性
的解释是:对于生产可贸易品的行业而言，企业的市场范围不仅局限在本地，还会面临其他城市的

企业竞争;当然，生产可贸易品的企业也可以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选择注册地点，此时企业的进入

行为更多受到全国各地商事制度改革的综合影响，本地办事门槛降低产生的影响较弱。而生产不
可贸易品的行业无需面临其他地区的竞争，也不能脱离本地的市场范围随意选择注册地，从而会对

本地的商事制度改革更敏感。由于第一、二产业主要生产可贸易品，而第三产业主要生产不可贸易
品，因此本文所观察到的现象也可能源于不同行业因其可贸易属性的差异而对本地的商事制度改

革存在不同的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在考虑了行业可贸易属性的差异后，资本密集度差异仍然是
商事制度改革对企业进入产生结构性影响的重要机制。最后，本文也从实证上证明了理论机制中
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的间接效应可能存在，但该效应较弱。

七、结论性评述

2012 年以来，我国新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新企业进入逐渐成为推动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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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详细的证明过程可向作者索取。
限于篇幅，本部分详细的实证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占比加速提升的主导力量。基于此，本文考察新增企业在 2012 年后选择进入第三产业背后的原
因，为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第三产业占比持续提升的现象提供一个来自微观层面的解释。
理论上，本文尝试把商事制度改革引入 Melitz( 2003) 的模型，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商事制度改

革降低了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后，企业面临更低的准入成本，这将促进更多新企业进入第三产业。直
接效应上，资本密集度较低的第三产业具有相对较低的固定成本，同等程度的准入成本下降将导致第

三产业的总成本下降更快，对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间接效应上，以劳动要素为主要投入品的

准入成本下降将提高均衡时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这使得行业固定成本上升，且资本密集型行业的

固定成本上升更快，抵消了部分准入成本下降对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商事制度改革通过上述两种
效应促进更多新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度较低的第三产业，从而提升了新增企业中的第三产业企业占比。
实证上，基于两年的全国实地调研，本文以开办企业的办证个数、办证时长、注册时长等指标度

量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研究发现，与本文的理论假说一致，降低市场准入的办事门槛将提高进入
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平均而言，办证个数每减少 1 个，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占比将增加 0. 5 个百
分点;从其他度量维度看，办证时长和注册时长的缩短也具有类似的效果，这一核心发现始终是稳

健的。本文还发现，商事制度改革的结构效应具有四个典型特征:一是改革的影响在第三产业内部
存在差异性，改革主要促进了企业进入行业门槛较低的消费性服务业;二是改革的影响是不可持续

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最初 1—3 年;三是改革后新增企业的规模变化同样具有异质
性，办事门槛下降后新进入第三产业的企业规模相对变小;四是改革的影响是递减的，在初始准入

办事门槛已经足够低的情形下，继续降低门槛将不再对新增企业的产业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即影

响大小随办事门槛降低而下降。最后，本文也在实证上证明了商事制度改革主要促进企业进入了
资本密集度较低的行业，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机制。
本文的发现与理论预期相一致，揭示了商事制度改革从增量上为产业结构变迁注入了巨大的

活力。政策意义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当前降低市场准入办事门槛的普惠型改革措施对企业
进入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更有利于第三产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提出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构建优质高效、结构优
化、竞争力强的服务产业新体系”等新的要求，接下来的改革也可根据行业特征探索针对不同行业
的措施，推动更高质量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从改革影响的短期性和新增企业规模较小的特
征可以看出，企业在进入市场后的长期成长和生存已成为当前更关键的问题。进一步结合调研过
程中市场主体的反馈来看，近年来市场竞争激烈、劳动力成本高、融资难等问题已超过开办企业和
办理许可证带来的困难，①因此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重点应逐步转向关注新市场主体的成长和生

存，并推动涉及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营商环境优化。当然，本文的工作还是初步的。基于当前有限的
数据，本文所能研究的观测期仍然较短，也难以获得更直观的指标度量改革后企业的长期成长和生

存。由于缺乏创业者自身特征的数据，本文也未能从创业者的角度考察商事制度改革对其行业选
择的影响。在商事制度改革推动的结构变迁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和总体经济效率又将分别如何
变化? 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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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System Ｒeform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 Micro Perspective Analysis

ZHU Yimenga，b，BI Qingmiaob，XU Xianxiangb and CHEN Xilub

( a: Foshan University; b: Sun Yat-sen University)
Summary: Tertiarization is a prevailing phenomenon along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is a vast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ggregate perspective and attributing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o Engel's effect
and Baumol's effect． Complementary to this strand of literature，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icro-level foundation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m entry． The evidence from China suggests that the share of entrants in
the tertiary sector has surged after 2012，leading to a structural change in firm numbers and substantially accelerating the
tertiarization process． Therefore，we build our study on firm entry facts and provide explanations to the tertiarization in
China from micro respects．

We find that the commercial system reform，starting from 2012 and aiming to facilitate market entities 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services，may partially explain the recent tertiarization in China．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commercial system reform is market entry deregulation，which includes efforts such as de-licensing，deferring certain
approval items，and simplifying the approval procedures． The government first set up pilot programs in some regions and
then gradually promoted the actions nationwide． According to the Doing Business Ｒeport by World Bank，with the
deepening reforms，steps taken to start a business in China have been shortened from 11 in 2013 to 4 in 2019，and the time
spent has been shortened from 32 days in 2013 to 8. 6 days in 2019． The number of market entities in China also doubl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reaching 140 million at the end of 2020．

Theoretically，we introduce the commercial system reform into the model by Melitz ( 2003) and prove that a reform of
lowering the common market entry cost has heterogeneous impacts on industries with different capital intensities． In our
model，the tertiary sector is more labor-intensive relative to the secondary sector，and the labor-intensive sector is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market entry cost． Therefore，lowering the common market entry cost leads to more entrants into the
tertiary sector．

Empirically，we conducted two rounds of field research in 2018 and 2019，collecting questionnaires in 24 provincial
regions and 110 cities within China． With the 9654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we constructed the indexes to measure the
thresholds for market entry，including the number of licenses needed to start a firm，the time spent on licenses，and the
time spent on registration． We find that a lower threshold for market entry after the commercial system reform has
encouraged more firms to enter the tertiary sector，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ions in our theoretical model．
Specifically，when the number of licenses required to start a firm decreases by one，the share of entrants in the tertiary
sector increases by around 0. 5 percentage points． When the time spent on licenses and registration reduces by 1%，the
share of entrants in the tertiary sector increases by 0. 4 and 0. 6 percentage points，respectively． These findings are proved
to be robust．

We also report four further findings of the structural effect in this paper． First，the impact of the commercial system
reform is heterogeneous even within the tertiary sector． The commercial system reform better facilitates the consumer
services entrants． Second，the reform affects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tertiary firms by increasing the share of firms with an
age of fewer than three years，indicating that the reform only has a short-term impact after the firm entry． Third，the lower
the market entry thresholds are，the smaller the size of entrants in the tertiary sector is． Fourth，the marginal impact on firm
entrants is diminishing as the reform deepens． In the last section of this paper，we have also empirically verified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that the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is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the market entry cost．

This paper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literature examining changes in market access institutions． While most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aggregat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we focus on the structural effect．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commercial system reform greatly validate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by releasing idle resources，and a future agenda for
reform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o establish further policies on the survival and growth of entrants．
Keywords: Commercial System Ｒeform; Market Entry Threshold; Firm Entry;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G18，L16，L53，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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